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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葛晓音

50 年代以来, 建安文学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点。这

自然是因为 17 年间衡量文学价值的几把尺子如“人民性”、“现实

主义”和“浪漫主义”等, 都适用于建安文学的缘故。既然是重点, 评

价也就定型。以至于进入 80年代前期, 人们对于建安文学的认识

仍不免受 17 年观点的拘束, 至 80 年代后期, 才受当时思潮的影

响,逐渐解放。这一变化, 明君在绪论中用“现实说”和“觉醒说”加

以概括,是很简明切当的。其实又何止于建安文学, 整个汉魏六朝

文学的研究趋势莫不如此。

文学研究既是学术,总不免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而中国学界与

文化界一样,又是很容易形成潮流的。有了潮流, 便有了赶潮流的

人群。能冷静观看潮流的人倒反而显得落寞寡合。但这样的人却

往往能自立其说,另开境界。明君在理智地分析了“现实说”和“觉

醒说”的长处和不足以后, 榷其中论,力求客观地对建安文学的全

貌和本质做出准确的分析,这既要有学者独到的见识, 也要有敦诚

君子的品格。

明君的《三曹与中国诗史》是在系统地研究了 50年代以来、特

别是新时期所有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著之后写成的。至少在我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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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这段文学史的论著中, 还从未有人如此认真地分析过前辈

时贤的得失,并把各种论点归纳总结, 使自己的论述建立在充分掌

握已有成果的基础之上。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这样做的

好处很多。首先是这本书的绪论和附录具有较高的资料价值。使

人一编在手, 便对 40 多年来建安文学研究的概况一目了然;其次

是中间三大篇的各个专题都能在广泛征引和检讨已有论点的同时

突显出自己的见解。通过析论和驳论展开自己的论述, 并精确地引

出他人论点的出处,这本来是学者应当遵守的规范, 也是起码的道

德。然而近些年来,能够恪守学术规范的人不多了;而不客气地照

搬并“�铸”他人成果的煌煌巨著却日见增加。对照之下, 明君的诚

实,尤其难能可贵。本书的构架也正是出自这种老实的态度,“不求

面面俱到, 只选择了若干自己有感想、有新见的问题分别展开论

述。这样, 本书合之虽为专著,分之则为论文集”,“每一章即为一篇

首尾完整的独立论文”(孙明君《三曹与中国诗史》“绪论”)。这种写

作形式不能像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新编文学史和诗史那样, 大块

地“包容”他人成果,必须实实在在地说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文字不

多,部头不大。但两相比较, 价值孰高孰低,明眼人一望便知。

明君在考察了建安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之后,选择“三曹与

中国诗史”这一题目,“旨在从中国诗史的流变中把握建安时代三

曹诗歌的艺术精神、创作体制、创作方法的继承性与革新性, 进而

对三曹及建安诗歌在诗史上的位置进行新的界定”(同上)。这一角

度的选择是对建安文学研究现状的突破,也有相当大的难度。目前

已有的建安文学专著一般都是按传统的文学史编写法, 分时代背

景、作家思想、诗、赋、文、文学理论几个部分梳理归纳。这种框架并

非不能出新, 但缺乏一种宏观把握的魄力,不易更新视角, 使研究

向纵深发展。本书内篇三章,提出中国诗史三源一流说。认为三曹

恰处于三源一流的关捩期,并以此确定他们在题材、气象、诗体、人

格等方面开辟中国诗史之流的贡献。外篇六章主要分为曹操对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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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儒学的诗化、曹丕诗歌中的生命意识、曹植诗歌中的人格建构三

方面,也都是抓住三曹对中国诗史最重要的影响立论。这样, 虽然

各章独自成篇,却又自有内在联系, 使外篇与内篇形成分论与总论

的关系,较完整地体现了全书的基本构想, 这可以说是本书的另一

特色。

当然,判断一本专著学术价值的高低, 最基本的标准还是看它

解决问题的多少,有无作者的独见和创获。古典文学研究与美学、

文艺理论等学科的不同, 在于理论研究者可以用史学研究的成果

构筑资料基础,以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为论据, 建立自己的理论

体系。而文学史研究应当是以原始资料为论证依据, 切实地解决一

些史学上的问题。但凡以同行研究成果为资料依据、构筑理论框架

的论著, 不是失于架空, 便是缺乏新意,原因就在于这种宏观概括

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微观研究作基础, 往往从论点到论据都是一

些已知的常识或他人的成说。因而文学史研究必须求实, 切忌虚

浮。本书的主要长处是能够以实证为依据, 对建安文学研究中许多

流行的概念和观点进行追根溯源的清理和辨析, 进而对这些概念

和观点是否适用于评价建安文学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内篇第一

章在梳理了先秦两汉的“诗言志”说之后,指出真正将原始儒学“诗

言志”的理想落实到创作中的是曹操。第三章详细考察了建安时代

“文的自觉”说的由来,指出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最早提出“魏的时代

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并谨慎地分析了鲁迅征引铃木之说的本

意,以及这种观点在学界流行的情况。继而又在检讨“觉醒说”的各

种观点之后, 提出建安时代“人的觉醒”包含政治思想层和生活方

式层两个层面;“文的自觉”体现在诗歌创作方面而不表现为与儒

家传统文学观念决裂。外篇第四章不赞成以往认为曹操逆违儒家

思想的一般看法,通过分析汉末形势及曹操的政治策略、法治思想

和原始儒学的人才观, 有力地论证了曹操的主导思想表现为向原

始儒学人文精神回归的观点。第七章据《艺文类聚》卷 56所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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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论文》、王粲归附曹魏的时间、阮蠫的卒年等史料, 论证此文作

于建安 16年, 推翻了流行的“黄初初年”说和“太子时期”说。又通

过对《典论、论文》内容的全面分析, 指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均为先秦两汉儒家成说, 不是“文的自觉”的号角。文章只是为

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习,劝告文人安心于翰墨工作。作者的见解或者

可容商榷,但其论证则都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订, 不仅仅是为成说翻

案。此外,第八章分析曹植的人格特征的前后变化, 将关于曹植行

为的史籍记载、曹植在诗文中的自我表白联系起来, 探索其建立儒

道互补的人格结构的意义;第九章对汉儒“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产

生和发展的过程予以辨析,中肯地分析了这种理论被汉儒歪曲的

原因,指出诗史上“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情感特征由曹植首次

在创作上完成;也都颇有新意。“温柔敦厚说”在古代被抬高, 在当

代被贬斥,向来缺少公允的评价。这里的分析体现了辩证的思维方

法。这种思维方法贯串于全书,也是作者多有创获的重要原因。

明君多年来师从霍松林先生。1993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 随

陈贻火欣先生继续研究, 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位博士后。其为人忠厚

谦和,文风也老实严谨。常言道“文如其人”,虽不尽然, 对于明君却

是适用的。做学问最要紧的是老老实实、谦虚谨慎的态度。明君以

此见长,又能勤奋耕耘, 必然会有丰厚扎实的收获。他在博士论文

《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出版之后不到四年,又有这部新著问世, 便

是学业有成的明证。今明君嘱我作序,遂拉杂写下这些感想, 希望

与明君共勉,也藉此表示祝贺之意。

1998 年 7 月于日本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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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现状与展望

  “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建安文学,千载而下, 令文人骚客欣

羡不已。他们或考订、或整理、或写序题词、或阐释微言大义, 为后

人的研究留下了珍贵遗产。1949 年以来大陆学者沿着刘师培、

鲁迅等先生所开创的新路向对建安文学进行了深入探索。新时期

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方法的优化, 建安文学研究呈

现出新气象。其主要表现是: (一) 在诗文整理方面出现了一批质

量上乘的校注本,为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理想的文本。如夏传才先生

的《曹操集注》,夏传才、唐绍忠先生的《曹丕集校注》, 赵幼文先生

的《曹植集校注》,郁贤浩、张采民先生的《建安七子诗笺注》等。另

外,张可礼先生的《三曹年谱》和河北师院中文系编辑的《三曹资料

汇编》的问世,为我们了解三曹生平事迹与创作背景、检索古人研

究状况提供了莫大方便; (二) 发表了许多研究专著和论文。除

张可礼的《建安文学论稿》、王巍先生的《建安文学概论》、钟优民先

生的《曹植新探》等专著之外,许多分体断代文学史著作, 都对建安

文学做了析论, 如葛晓音先生的《八代诗史》、王钟陵先生的《中国

中古诗歌史》、钱志熙先生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程章灿先生的

《魏晋南北朝赋史》等。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建安文学研究论文

数量犹丰,其中既有造诣精深的老一辈专家学者,亦有意气奋发、

思想敏锐的中青年学人; (三) 新时期以来已召开了四次规模较大

的建安文学研讨会: 1983年 5月在安徽亳州、1988年 11 月在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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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1991年 4 月在河北邯郸分别召开了全国第一届、第二届、第

三届建安文学学术讨论会。1993年 5 月在安徽亳州召开了全国首

届三曹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的召开推进了建安文学研究的进程,

提高了建安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平。显然,进入新时期以来, 建安文

学研究走上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轨道,取得了巨大成就。

新时期建安文学研究或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建安文学

总体特征的研究;一是关于建安文学成因的研究;一是关于三曹的

研究;一是关于建安七子与其他诗人的研究;一是关于建安文人集

团的研究。以下就此 5 个方面的研究现状作一粗线条的勾勒与简

要的评说。

如何从整体上把握建安文学的整体风貌, 是研究者首先触及

的问题之一。在 1949年至 1966 年 17年间, 多数学者将建安文学

的总体特征等同于“建安风骨”,并对“建安风骨”这一古典文艺理

论范畴赋予了新的解释。流行的观点是, 所谓“建安风骨”即是指建

安诗人在他们的创作中一方面反映汉末社会的动荡和民生疾苦,

一方面表现他们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 呈现出慷慨悲凉的时代

特征。此论抓住了建安文学的主要特征, 同时却忽略和回避了建安

诗作中那些“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内容。

进入新时期后,这种观点受到了质疑。表现之一是对“建安风

骨”的理解提出了新的看法, 一些学者认为:“建安风骨”不是对建

安文学总体特征的概括,不是指充实刚健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 不

能包容建安文学多姿多彩的风貌, 因而不宜用“建安风骨”来概括

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表现之二是更多的学者对建安文学的整体

特征进行了新的界定。他们认为包括建安在内的魏晋时期是一个

人的觉醒时期。魏晋文学主要表现了“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

伤”,“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 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

学和文艺的中心”(李泽厚语)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 最值得注目

的一点, 是自我意识的加强。”“由于自我意识的加强, 文学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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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感减弱了。文学的创作首先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政

治、教化的需要, 而是为了满足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快感。”(章培恒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 载《复旦学报》1987年 1期)此后,

许多论者对李、章二先生的论断做了引伸发挥。如果我们将五六十

年代流行的说法称之为“现实说”,那么近年来盛行的观点则可称

之为“觉醒说”。“觉醒说”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而诞生, 一反

成说,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较之于“现实说”,“觉醒说”重视到了

长期忽略的问题, 凸现了许多被忽略、被曲解的问题, 开启了人们

的思维视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但是,“觉醒说”同样不能包容建安文学的整体特征。显然“觉

醒说”是就整个魏晋文学的共性而言的, 相对忽略了建安文学的个

性。从建安诗人的创作情况看, 功业思想与英雄意识是他们思想的

主导, 他们的创作中的确大量存在着关心民瘼、抒写壮志之作, 这

是不能忽视、淡化的客观事实。同时个别论者全盘肯定了魏晋时代

“人的觉醒”之思潮, 也是值得商榷的。将自我与社会政治完全割

裂, 放弃个人的社会责任, 沉湎于生命本然的享乐之中,未必是一

种“觉醒”。人的觉醒思潮所带来的,既有思想解放的真觉醒, 亦有

人格沦丧、道德堕落的假觉醒。不可一概而论。因之, 如何全面准

确的把握建安文学整体风貌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对建安文学成因的研究可区分为非文学原因与文学源流的演

变两个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对促使建安文学繁荣的社会政治

原因的阐释,只满足于套用刘勰“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成说。新

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对建安文学进行分期研究, 他们以曹操一统北

方为界,前期的建安文学确与现实的动乱相关, 但即使此时也还有

其它原因。至于建安后期(邺下文坛)文学的繁荣,不但不宜用“世

积乱离”来解释, 恰恰相反,它是社会安定、经济恢复的产物。不用

说,文学的繁荣是多种因素的凑泊。较之于以前将建安文学繁荣的

原因归结为“世积乱离”的单一解释, 新时期以来不同侧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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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有合理性。

从文学流变的角度看, 建安文学乃是对以往文学传统的承继

与延展。大多数学者认为建安作家对文学传统的继承是较为全面

的,又是有一定侧重的。有人认为建安作家最为重视的是《诗经》中

的风雅和汉乐府民歌;有人认为汉乐府对建安诗人的影响更为直

接;有人指出汉赋对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尤其对五言诗的腾涌

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还有人指出建安诗人从楚辞和《古诗十九

首》中吸取成分。凡斯种种, 均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

三曹研究是建安文学研究中的热点。

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 曹操受到了新中国文

学界、史学界和哲学界的共同关注。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以

郭沫若先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应该如何评价曹操的大讨论。多数学

者认为从社会政治表现方面应该肯定曹操, 但也有个别学者坚持

了相左的看法。十年动乱中曹操被打扮成法家路线的代表。近些

年来学者们重新评价曹操,对曹操的主导思想、人才观念、军事思

想、神仙意识以及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注、诗歌的思想意蕴和艺术

特征等问题进行了重点讨论。与 17年不同的是:对曹操思想的探

索更为广泛深入;对曹操文学创作的研究明显加强。多数学者认为

曹操诗歌体现了建安时代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对一向避而不谈

的游仙诗也开始重视起来了。

封建时代,曹丕通常被视为篡逆的奸贼和心胸狭窄、阴险狠毒

的小人。郭沫若先生认为曹丕是“一位旧式明君的典型”, 数十年

来,学者们针对此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大体而言, 多数学者都能

程度不同的重视和肯定曹丕在汉魏转捩之际的历史作用。五六十

年代学界对曹丕诗歌评价偏低,认为他的诗歌反映的生活面狭窄,

艺术风格流于纤弱。近年来这种偏见已得到扭转。许多论文对曹丕

诗歌的内容与艺术风格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见。与对曹丕人品

和诗品的评价不同,学术界对于曹丕的文论一直较为关注, 评价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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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多数学者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位置。

近年来对曹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考辨、政治能力与政治

表现、文艺思想、文学创作等四个方面。对曹植生平的考辨历来是

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经过学者们近年的努力, 得到了一定的改观。

一些长期积疑的问题得以冰释,一些长期忽略的问题引起了重视。

对于曹植在政治领域内的表现, 50 年代有一场小范围的讨论,

1983 年徐公持先生著文回顾了那场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曹道衡、胡明等先生近年来亦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与以前

将曹植文艺思想视为保守退步的旧说不同, 新时期以来多数学者

认为以曹操逝世为界(亦有人认为应以曹丕得立太子为界)曹植的

创作有明显的差异。在 17 年中,由于受政治中心主义的干扰, 研究

者只重视其具有政治性人民性的作品, 近年来学者从审美的角度

观照曹植全部诗歌,多有创新之见。针对曹植游仙诗的评价也展开

了一定的争鸣,打破了昔日的冷寂。曹植的辞赋和散文创作也日趋

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 对《洛神赋》的研究,除“寄心君

王”说和“感甄”说之外, 又出现了象征说、原型说等新的提法。

一些学者从作家的思想到作品的主题类型、思想意蕴、意象意

境、艺术风格、表现手法、语言色彩等不同的方面比较研究了三曹

及其作品;还有一些学者将三曹与异代诗人比较研究, 例如屈原与

曹植、曹植与阮籍、曹植与陶渊明等。这些比较研究进一步突显了

三曹在中国诗史上的位置。

新时期以来的三曹研究充分体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

气氛, 也出现了一些功底扎实、创见迭出的力作, 整个研究正在向

纵深发展。

在较长的时期内我们事实上冷落了建安七子和建安其他诗

人。新时期以来有了较大的变化。首先,出现了一些搜集、考订及

评述建安七子生平事迹的文章;其次, 对建安七子的处世态度有了

不同的看法。流行的观点认为孔融的政治态度与其他六子不同,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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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操有矛盾,王粲等人则依附于曹操。与此不同, 或以为七子在

依附曹操前后都具有共同之处;或以为孔曹交恶是性格的冲突, 或

以为孔曹交恶源于政治立场的对立。王粲的态度亦比刘桢等人远

为复杂,不宜笼统说王粲等六子依附于曹操政权。最后, 在文学创

作方面, 学者们析论了建安七子诗、文、赋的主题类型与艺术特征

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总论七子的共同特征, 或分论七子

的不同特色,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新见解。

五六十年代,就蔡琰及其《胡笳十八拍》展开过热烈的讨论, 近

年来亦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同时, 对杨修、丁翼、丁仪、吴质、繁

钦、应璩、甄后、左延年等建安作家亦有所论述。较之于建安七子和

其他诗人在建安文坛的地位,我们的研究还很不相称。

文人集团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邺下文人集团虽不是中

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文人集团,但它以其崭新的面貌、独特的风

采而饮誉诗史。近年来一些学者围绕邺下文人集团的人员组成、组

织方式、活动内容以及对后世文人集团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考论,

提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或以为三曹与邺下文士之间是平等友好

的新型关系,曹丕、曹植兄弟与邺下文人之间具有诚挚的友情。邺

下文人集团的活动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其活动方式、内容为后世文

学集团做出了榜样;或以为三曹与诸子的关系是主子与文学侍臣

的关系,邺下诗人的创作既有激越昂扬奋发向上的一面, 又有徘徊

消沉的一面。后者显露出来的消极趋势是不容忽视的;或以为邺下

文坛是噩梦之乡而不是所谓的作家乐园。沦为“做诗相公”的邺下

诸子,他们的人格和自尊已经深深地受到了摧残。关于邺下文人集

团的研究,虽然文章不多, 却可以看到针锋相对的观点。究竟应当

如何认识和评价邺下文人集团是一个尚待深入研讨的课题。

文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昭示我们:一代诗风的研究应当着眼

于“两线一点”。一线是指作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

背景以及由以上诸因素综合而形成的时代士风,这是一条横线;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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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是文学史自身发生、发展、歧变的过程,这是一条纵线。纵横两

线交差的“点”便是我们所要重点研究的创作主体及其文本。只有

将“两线一点”的研究结合起来,全方位多角度地进行透视, 才可能

探明时代诗风的深层意蕴和整体风貌, 更为准确地把握时代诗歌

的审美真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应当采用不同的方法。传统的方

法与现代的方法、文史哲结合的方法、义理辞章考据的方法、心理

分析与结构主义的方法⋯⋯无不可用,唯一的前提应当是从文学

史的原始材料出发,让操作方法服务于文学史研究, 而不能让文学

史去服务于某种方法或理论。

在建安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对“点”的研究倾注的力量最多, 取

得的成果最丰。迄今为止,我们对作家生平的考证、对作品系年的

考辨、对作家思想和人格的研究、对作品中情与志、意象与意境、艺

术手法与艺术风格的研究等已有了相当的深度与广度。种种研究

专著、文集、论文即其明证。但我们不能说建安文学历史的真相已

经毕现无遗。恰恰相反, 在建安文学研究领域内我们还有许多工作

可做。建安与盛唐同为诗史上可以并峙的两座高峰, 较之于盛唐文

学的研究,建安文学研究还很不够。不要说许多二三流的诗人, 即

使是三曹这样的大家,研究也不够充分。较之于曹操和曹植, 对曹

丕诗歌的研究颇显冷清。通常人们把曹操看作旧时代的结束者, 把

曹植看作新时代的开启者,忽视了曹丕在诗史上的巨大作用。就曹

操和曹植研究而言,我们过多地关注于他们的诗歌, 而对曹操的散

文、文艺思想、对曹植的散文和辞赋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就三曹诗

歌研究而言,可以说, 如何定位三曹在中国诗史之位置的问题还远

未解决。

以往的研究较少从纵横两条“线”上去考察, 而建安文学的繁

荣既与建安时代的政治情势、文化氛围、社会生活、哲学思潮、士人

心态等因素息息相关,亦与中国诗史的嬗变密不可分。从文化大背

景与从诗史大系统中透视建安文学是深化建安文学研究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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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在那里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供我们开掘。

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 为建

安文学研究提供了范例和经验。无庸讳言,其中亦有失败的教训。

事实说明套用所谓的新方法来肢解建安文学, 难免有隔靴搔痒或

削足适履之弊。如何应用具有创造性与广容性的优化方法去深入

研究建安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 是横亘在每一位文学史研

究者面前的难题。

二、本书的内容、结构与两点说明

基于上述理解, 本人近年来的建安文学研究着眼于纵横两条

线。1993年 6月提交的由霍师松林先生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汉

末士风与建安诗风》, 探究了汉末桓灵二世士风类型之后, 析论了

建安士风对桓灵二世之士风的承仍与拓展。继而, 重新审视了建安

诗风的基本特征。1995 年 5月提交的由陈师贻火欣先生指导的博士

后工作报告《三曹与中国诗史》,意在前文的基础上, 从中国诗史流

变的大势中考察三曹诗歌的艺术精神、创作体制、创作方法的继承

性与革新性,进而对三曹在中国诗史上的位置进行新的界定。

呈献于诸君面前的这本《三曹与中国诗史》的主体部分由内

篇、外篇和杂篇三大板块构成。内篇三章为总论部分, 从宏观角度

探析三曹诗歌及建安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位置与作用, 总论建

安诗歌之整体特征。第一章《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用较长的篇幅析

论了中国诗史流变的大势, 本文认为中国诗史呈现出“三源一流”

的走向,《诗》、《庄》、《骚》所代表的儒家诗学、道家诗学、楚骚诗学

是中国诗歌的三大源头。建安迄近代中国是诗史的“一流”时代。三

曹恰恰处于三源归一流之关捩处, 他们的诗歌创作代表了建安文

学的最高成就,开辟了中国诗史的新航向。第二章《建安气象》, 文

章认为“建安风骨”不足以概括建安诗歌的整体风貌, 与盛唐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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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建安诗歌形成了一种“大成合乐, 八音繁会”的“时代气象”。

贯通整个中国诗史来看, 唯有建安与盛唐两个时代的诗歌形成了

“时代气象”。第三章《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 从本世纪初

叶, 建安时代即被论者视为“文的自觉”时代, 80年代又加上了“人

的觉醒”时代, 此说达到了众口一词、雷同一响的地步。本文回溯了

“自觉”说滥觞、嬗变的过程, 予以述评检讨,并提出一己之见。外篇

六章为分论部分,本部分采用散点透视法, 就三曹与中国诗史相关

的六大问题做了具体的析论。第四章《曹操的主导思想》, 在剖析了

曹操的思想行为之后, 本文认为曹操是一位逆违儒家经学的叛逆

者,但其思想之主导方面却与原始儒学人文精神有诸多扣合之处。

第五章《曹操对原始儒学的诗化》,就曹操诗歌中所体现出的原始

儒学人文精神及诗学观念加以探讨,文章认为曹操诗歌从实践上

落实了原始儒学“诗言志”的诗学理想。第六章《曹丕诗歌的生命意

识》,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是魏晋时代生命意识觉醒

的重要标帜之一, 曹丕诗歌深刻表现了他对生命真谛的思索与体

悟,诗人在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中开掘生命的深层结构, 显现出生

命个体不懈追求的全过程。第七章《〈典论·论文〉甄微》, 文章首先

考证了《典论·论文》的撰写年代, 认定《典论·论文》撰就于建安

十六年前后;否定了《典论·论文》是突破儒家传统文艺观之“号

角”的成说;并认为曹丕撰写此文的初衷一是为了促进邺下文士的

团结,二是为了劝慰邺下文士安心于翰墨工作。第八章《对曹植人

格建构的动态考察》, 从中国古代士、诗人之文化心理流考察, 儒道

互补是古代士、诗人人格结构的基本模式, 中古大诗人曹植则是这

一人格模式的完成者。第九章《曹植诗歌的情感特征》, 本文认为曹

植诗歌构成了“哀而且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这

一情感模式在中国古代诗史上具有普遍意义与典型意义。杂篇三

章为外围部分,是内、外篇所涉及而不便展开的思想史与诗歌史问

题,此三大问题分别涉及了中国士人思想观念、诗史流变及诗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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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境界等问题。第十章《原始儒学的真谛与歧变》, 就原始儒学之真

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原始儒学之核心是“修己以安百姓”, 以

道统自居的宋明儒师与现代新儒家皆遮蔽了原始儒学之真义。第

十一章《庄子哲学中的三重人格境界》,认为庄子人格有真人人格、

隐士人格和士大夫人格三重境界, 学界对庄子的歧见主要源于对

其不同人格境界的漠视与混淆。第十二章《〈庄子〉与中国诗史之

源》, 认为《庄子》可与《诗经》、《楚辞》鼎足而立, 同为中国诗史三大

源头。

一般而言,为了反映研究对象之全貌, 学术论著的部分章节不

得不沿用成说、重复旧见,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云:“有同乎旧谈

者, 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为了避免“势自不可异”的弊端, 本

文采取了专题论文的写作方式,不求面面俱到, 只选择了若干自己

有感想、有新见的问题分别展开论述。这样,本书合之虽为专著, 分

之则为论文集。此种方式的优点是每一章即为一篇首尾完整的独

立论文, 便于突显自己的见解, 其缺失是因为不是一气呵成, 每篇

文章各有侧重点, 是故论文与论文 (章与章)之间会有重复甚至抵

牾之痕。为了照顾每篇论文的独立性, 作者在后期修改中没有强行

斫削,以求弥合。另外, 本书与《汉末士风与建安诗风》同为作者近

几年研究建安文学的论文,二文在材料取舍、观点、视角方面有一

些不可避免的重合,为了区别, 作者在本书中力求突出一己之见,

并争取能在整体水平上较前文有所提高与深入。是否实现了这一

意愿,尚待读者明察。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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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篇

第一章 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一、 问题的导出

  欲准确地界定时代诗人在二千年诗史上的地位,首先需要从

宏观上把握中国诗史流变大势。不论是否承认,不论是否自觉, 对

中国诗史分期的看法是每一位文学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 本

世纪以来它已成为文学史论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今日流行

这样一种模式:依据历史朝代的变迁, 将文学史划分成不同的段

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这是一种僵化的模式, 并不契合诗史自

身流变的规律,不能揭示诗史内在本质。于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

就有一些学者尝试按照诗歌嬗变的内在规律进行新的归纳。这样

的探索百年来持续未断,近年来尤为突显。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

一问题的必要性、歧义性和艰巨性。在众多的有关诗歌史的宏观透

视之中,闻一多先生的见解格外引人注目。闻一多先生首先将中国

文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近代两个阶段。古代起于周成王时止于汉

建安五年(前 1063—200年) , 历时约 1300 年;然后又将近代分为

前、后二期, 前期为建安五年至唐天宝十四年(公元 200—75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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